
 

第一届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论文集刊 > 法学论坛文集 > 第一届论坛 > 

陈正根：一行为不二罚之法理探讨——从刑事罚与行政罚之观察 
发布时间： 2014-04-02 浏览次数： 

 
 

一行为不二罚之法理探讨——从刑事罚与行政罚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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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探讨一行为不二罚在基本概念与宪法定位，并从美国法与德国法之理论着手，而一行为不二罚与一事不二罚究竟是否

相同或不同，本文首先探讨两者之区别。一般而言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上，即出现两者混合使用之情形。一事不二罚之原则原为刑事法

上的概念，是指同一行为不得受到二度或二度以上之处罚，而一行为不二罚原则系单纯就事件实体内涵，指出国家不得对于人民之同一行

为，以相同或类似之措施多次地处罚。而论述“一行为”，依据德国法理论，则区分为“自然一行为”与“法律一行为”作为各项问题之

论述基础。“一行为不二罚”之原则，相关问题之探讨则扩及行政罚与刑罚之竞合。本文论述竞合之基础理论，并以酒醉驾车为例等，探

讨其本质并检验其在“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下之适用，相关结论据以作为未来修正处罚规定之建议。 

关键词：一行为不二罚  一事不二罚  自然一行为  法律一行为  行政罚 

秩序罚  酒醉驾车  违规处罚 

 

壹、前言 

对于人民同一违法行为是否容许国家做出多次制裁，乃有所谓“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之适用，此原则原本为刑事法上所恪遵并予于落实与

贯彻，然而近年来在行政法方面，亦引起注意，尤其在行政罚法制定实施后，对于行政罚适用“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之情形，更引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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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深入的讨论。在文献亦常出现“一事不二罚”之用语，一事不二罚与一行为不二罚究竟是否相同或不同，一般而言在行政法之理论与

实务上，即出现两者混合使用之情形，因此本文拟就二者之理论、法源依据、宪法位阶以及行政法上之理论基础等作一探讨。又在一行为

不二罚之概念下，有关行为之概念与理论亦属相当重要，亦即何谓“一事”以及“一行为”，有关连续行为与继续行为相对于单一行为之

关系等，此即关系所要探讨之单一行为论。 

另在行为之竞合理论下，行政罚与刑罚竞合之处罚值得一并探讨，故本文探讨当一行为牵涉触犯刑罚与行政罚时，如何处罚才合乎法理，

并以酒醉驾车为例，探讨其本质并检验其在“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下之适用。又探讨此原则在法规之落实情形，相关结论后可据以作为未

来修正处罚规定之基础与方向，以避免处罚过度，致使侵犯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之保障。 

贰、一事不二罚与一行为不二罚 

一、概念与宪法定位 

一事不二罚之原则原为刑事法上的概念，是指同一行为不得受到二度或二度以上之处罚，又称为“禁止双重处罚原则”（der Prinzip 

des Doppelbestrafungsverbot），亦有学者称为“重复处罚之禁止”。此项原则根源于刑事诉讼法上之“一事不再理”的概念，是指同

一行为已受刑事判决确定，对该同一行为不得于程序法上再以刑罚追诉或处罚，而一般所称“一事不二罚”是以“程序法”上的意义来理

解，亦即，不得对同一行为，再度进行同样之程序加以处罚[2]。 

一事不二罚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制史发展上，早期本来仅属法律层次之原则，由于该原则具有类似诉讼基本权的特征，在德国，乃至

于欧洲逐渐发展成为宪法上的原则。不过在威玛时代，德国上尚未将此原则纳入宪法中，直到战后制定基本法时，始于第103条第3项明文

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同一行为，受到普通刑罚多次之刑罚。”[3]，禁止对同一行为重复刑罚，明确赋予其宪法上之地位[4]。在英美

法系中，“一事不二罚原则”之相对应概念为“双重危险禁止原则”。而受美国法影响甚深的日本，于昭和21年所制颁之新宪法亦以美国

联邦宪法为蓝本，将“双重危险禁止条款”亦明文纳入日本宪法规定[5]。而我国宪法并无一事不二罚原则或双重危险禁止原则之明文规

定，但仍然有其宪法理论基础，如本于对人性尊严、自由权之维护、法安定性之要求、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及正当法律程序之具体化

与延伸，并参酌大法官解释及相关不同意见书，大法官已承认该原则之宪法定位，因此一事不二罚原则应为宪法所承认之基本原则[6]。 

一事不二罚与一行为不二罚究竟是否相同或不同，一般而言，不区分两者而交叉使用者，大有所在，亦即出现两者可以混合使用之情形。

然而我国行政罚法制定实施后，则明文使用一行为不二罚之概念，尔后行政法上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均包含一事不二罚之概念与内涵。由

此，前述有关一事不二罚之概念，事实上亦包含一行为不二罚之基本概念，尤其有关宪法条文之依据，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仍然可引用美国

的双重危险禁止条款以及德国基本法与秩序违反法之相关规定，而在我国宪法上亦并未有相当之条文为依据，只能从宪法原则中寻找其宪

法依据，与此相关之宪法原则即为法安定性原则、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7]。 

法安定性原则之主旨在于强调法秩序之维护，避免由于法秩序之破坏，造成人民权益受损。当个人违法行为已受到国家之处罚，等于已就

其过错赎罪，国家即不应再次予以制裁[8]。比例原则为当人民之违法行为已受到国家之处罚，就该违法行为应已达到处罚之目的，若再

施以其他的处罚，将超过达到处罚目的之必要程度。且一行为受到国家多次处罚，在手段与目的间亦不成比例。故基于比利原则之要求，

一行为不得受到新的处罚，且不得重复处罚。而信赖保护原则在于当人民已就违法行为受到国家之处罚后，其会相信国家不会再就同一行

为予以处罚，并藉此而形成自身之生活。此种信赖，国家应予保护，不得轻易破坏，以免侵害人民之权利。因此，人民对于国家公权力行

使结果所生之合理信赖，自应予以适当之保障。所以，不论法安定性原则、比例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皆属宪法原则且为法治国之重要内

容，一行为不二罚原则既可在上述各原则中获得其宪法基础，应亦可确认为宪法上之原则并具有宪法位阶[9]。 

上述宪法三原则由比较宪法原理以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中可以间接汇出，参酌大法官解释及相关不同意见书，大法官已承认一行为不二罚

之宪法定位。法安定性原则从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3项可以更明确显示出，系指人民会因为国家已决定处罚而有利，人民不再长期受到处

罚之威胁。另比例原则可以参见释字503号解释，针对纳税义务人违反作为之处罚，必须采用不同之处罚方法或手段，以达行政目的所必

要者。而信赖保护原则可以参见释字525号解释，针对公权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赖利益而有保护之必要者。而从宪法法理以及大法官解释中

观察，上述三原则并非以某个原则为核心，而是各有相同比重，同时显现一行为不二罚在我国宪法具有之位阶。 

学者又有认为宪法第八条所称之法定程序，已经包含了同一行为受二次以上之处罚原则在内，基于法治国原则亦应有一行为不两罚之适用

[10]。亦有认为释字第384号解释理由书中阐明包括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故认为已为我国宪法所承认之基本原则，亦有学者认为释字

503号解释，已将一行为不二罚原则提升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基本原则”[11]。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存在之目的乃是为避免人民因为同

一行为而遭受国家二次以上之处罚，为程序上之保障，应属正当法律程序之一部分，而为法治国原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一方面为保障

程序基本权的当然要求，另一方面亦可以防止国家机关之恣意。一行为对当事人之双重处罚不但违反正当程序，且违反平等原则、比例原

则以及法治国原则。衡诸前述一行为不二罚可视为具有宪法位阶，大法官释字第384号解释理由书中已作出解释，其适用范围不但包括刑

事罚，且及于行政罚，如释字第503号解释所称般，故应认为一行为不二罚在我国不但具有宪法之位阶，且其适用范围包括行政法罚在内

[12]。 

二、美国法与德国法理论 

关于一事不二罚原则，美国的双重危险禁止条款以及德国基本法与秩序违反法之规定可以显示其内涵。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条文规

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使其生命或身体遭受两次危险。”此赋予“双重危险禁止原则”明确的宪法依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North Carolina v. Pearce案，进一步阐释双重危险条款所明确保护的三项利益：（一）禁止对于已经受无罪宣告知相同犯行，更行诉

追。（二）禁止对于已受有罪判决宣告知相同犯行，再次追诉。（三）禁止对于相同犯行施以多重处罚。前二者均是涉及诉讼法上的“一

事不再理原则”[13]，以保护当事人权益，并维护法秩序之安定性，而第三项保护内涵为关于实体法处罚的情形，涉及公平与必要性原

则。此条款亦包含下列多种核心价值：（一）该条款保护人民免于遭受不必要的窘困与牺牲以及心理上的创伤。（二）确保裁判的终局

性，此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具有实质的重要性，盖连续不断的调查与追诉，将对于人民的隐私生活造成严重侵扰。（三）避免人民受到来



自政府不合理骚扰行动。（四）避免检察官对于相同案件事实于重启新的诉讼程序时，以不同理由予以论罪[14]。双重危险禁止条款本属

于正当法律程序之一环[15]，其所隐含之核心价值，纵然描述方式不同，稽其精神与法治国家原则不谋而合，并系基于人性尊严之维护，

法安定性之要求，信赖保护原则，以保障基本人权。 

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3项规定：“任何人在一般刑事法律中不得基于同一行为多次受罚。”是指标对行为人同一行为的重新追诉，基本上

是不被许可的，此为一程序法上的基本权，担保一个主观公法合宪请求权，属于所谓的“消极的防卫权”，担保个人有请求一行为不得多

次处罚之权，不得对已有罪或无罪确定判决之事件重新起诉。在程序法上，一事不二罚之原则表现出“程序上之中止阻断”多次处罚，其

主要适用在刑事罚上不得多次之处罚[16]。在德国，一事不二罚亦适用于秩序违反法（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该法第84

条第1项规定：“已具确定判决之罚锾或法院对违反秩序行为或犯罪行为已作出确定判决时，同一行为不得再以违反秩序追诉。”第二项

前段规定：“对违反秩序行为已作出确定判决时，同一行为不得再以犯罪行为追诉。”德国法院亦得作出罚锾之决定，而法院作出罚锾决

定之效力与行政机关裁罚决定之效力不同。本条之“一事不二罚原则”规定，共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对一已具“确定力”的裁罚决定，

行政机关或法院不得对该同一行为再以违反秩序追诉，亦即，同一行为不得两次违反秩序处罚。其次，已具“确定力”的法院若已作出裁

罚判决，则该判决对后来的刑事追诉仍有“一事不二罚原则”之适用。第三，已具“确定力”的行政机关裁罚决定，并无中止阻断事后对

同一行为刑罚之追诉，此种情形即所谓“一事不二罚原则”受限的适用，亦即行政机关裁罚决定并无中断阻止事后对该同一行为的刑事追

诉[17]。 

三、综论 

因此，一事不二罚是指程序法上之“事件”，可说是源自于刑事诉讼法上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涉及所谓的“诉讼基本权”

（Prozeßgrundrecht）。详言之，其本系单纯属于法律层次之刑事程序法上问题，为刑事诉讼上常用之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当法院判决具

有确定力后，将不容许对同一行为再进行新的刑事程序。此原则具有阻断效力（Sperrwirkung），可保护被告免于再一次成为其他刑事程

序之标的[18]。而在行政罚法制定实施后，一事不二罚在行政罚之适用，即称一行为不二罚，其是指如行政罚法第24条所称的“一行为违

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的“想象竞合”，着重在实体法上之行为数之计算，两者着重之重点明显有所不同。但一事若仅是处理一行为时，

则两者会产生重迭的现象，只是发生的时间有先后而已[19]。 

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如前所述系指国家不得对于人民之同一行为，以相同或类似之措施多次地处罚，而其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广，是否刑罚及

行政罚均包含在范围内，另是否仅限于实体上之处罚，抑或亦涵盖程序上之诉讼行为。经依前述归纳我国学者等相关见解，有认为广义上

可包含刑事制裁，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一事不二罚原则”，以及行政罚之行政制裁程序之狭义“一行为不二罚”。亦有学者认为可包

括诉讼法上之程序障碍之一事不再理，以及实体上规定行为次数或处罚次数与方式间问题之一行为不二罚。综之，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具有

宪法上之位阶，且其本意系在禁止国家对人民之同一行为施以多次的处罚，而国家之处罚行为，未必只局限于刑罚或行政罚时，则此原则

之适用范围应可涵盖所有的国家制裁行为。此外，国家之处罚措施，既可分成实体及程序两部分，程序部分尚有诉讼程序及行政程序，同

样应皆可涵盖在此原则之内。因此，在实体法上，一行为不得适用处罚规定之多次处罚，不论是刑罚法规或行政罚法规；程序法上，刑事

诉讼程序或行政诉讼程序之一事不再理，可认属本原则之下位概念，另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对于已确定之同一行为，应不得再任意开启

[20]。 

一事不二罚之原则原为刑事法上的概念，是指同一行为不得受到二度或二度以上之处罚。此项原则根源于刑事诉讼法上之“一事不再理”

的概念，是指同一行为已受刑事判决确定，对该同一行为不得于程序法上再以刑罚追诉或处罚，涉及所谓的“诉讼基本权”。而一行为不

二罚原则系单纯就事件实体内涵，指出国家不得对于人民之同一行为，以相同或类似之措施多次地处罚。一事不二罚与一行为不二罚究竟

是否相同或不同，在我国行政罚法实施前，一般而言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上，即出现两者可以混合使用之情形。然而我国行政罚法制定

实施后，则明文使用一行为不二罚之概念，尔后行政法上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均包含一事不二罚之概念与内涵，因此两者之区分已经不是探

讨重点，重要应是后面所探讨的行为论，亦即何谓“一事”或“一行为”。另在美国以及德国，均有针对此原则之宪法规范，而在宪法上

虽未有相当之条文为依据，然而可以从宪法原则中寻找其宪法依据，与此相关之宪法原则即为法安定性原则、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

则。 

参、单一行为论 

一、概说 

经确认一行为不二罚或一事不二罚之概念后，最重要的探讨在于何谓“一事”或“一行为”，前述针对概念的确认探讨，可以认定“一

事”与“一行为”在行政法上之定义并无太大差别，因此在行政罚法实施后，确认何谓“一行为”自然成为探讨的重点。其实违反行政法

上义务之行为是否为“一行为”，则系个案判断之问题，即必须就个案具体事实于以判断，而不是就某法规与某法规之间之关连为何，或

就抽象事实，予以抽象之判断。于具体个案判断时，宜就个案具体情节，斟酌法条文义、立法意旨、制裁意义、期待可能与社会通念等因

素决定之。又“行政罚法上一行为”之概念，亦当与“刑法上一行为”有所区别，因为二者判断标准未必一致。通常“刑法上一行为”即

可认为“行政罚法上一行为”，而“行政罚法上一行为”却可能构成“刑法上数行为”。盖以刑罚系着眼于保护法益[21]，行政罚则着眼

于遵守行政法规，故难免有不同之判断[22]。虽然是否为“一行为”之问题系属个案判断之问题，但为求个案判断正确，仍有阐释“一行

为”概念之必要。而我国学界与实务上均参考德国法理论与文献资料，并参酌我国行政罚法立法原则，就行为论予以探讨，最通常论述所

谓“一行为”，则可区分为“自然一行为”（natürliche Handlungseinheit）与“法律一行为”（rechtliche Handlungseinheit）

[23]。 

二、自然的一行为 

自然一行为是指外观上由多数自然行动所构成，即从自然生活观  （natürliche Betrachtung）加以判断，认外观上可分割为整个事件之



数动作，若行为人系于单一之意思决定，且该数个部分行动在时空上又存有紧密关系，而由第三者观察，足视为单一之综合行为者称之

[24]。这些内在关联的行为，若分别评价论处将被视为不自然的区分[25]。判断自然一行为共有三项要素：（一）单一与同种类之意思决

定：行为不必具有概括之故意，强调除单一的意志决定外，且必须此单一决定设定在同种类之行动意志上，才属自然一行为。（二）时空

紧密关联：这些行为间，有无时空紧密关系，亦即依通常经验判断该行为时空紧密而难以分辨前后关系，得视为一行为，否则属数行为。

（三）第三者的观察为准：亦即以非当事人角度观察，这些行为间无法分割为数行为时，则应视为一行为。而所谓法律一行为是从法律观

点将上述所谓多数自然意义的行为，经由法律的构成要件的结合评价为单一行为（Handlungseinheit）。在一时空紧密下重复地实现构成

要件则视为单一行为。法律上之一行为通常是指对于该事件虽存在着多数自然一行为[26]，但在立法政策所考虑的法律规范上，却视其为

一行为而处罚之。其分别有下列行为：（一）构成要件的一行为：法律的构成要件将多数自然一行为结合成为一行为。上述皆属数个自然

的违反行为，却同时符合法律上同一构成要件，以一行为论。（二）继续违法行为：继续违反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持续地维持实现

单一构成要件的违反状态[27]。（三）连续违反行为：指行为人基于概括之犯意，连续数行为实现同一规定之构成要件，且个别行为间具

时空之关联性者[28]。 

综合而言，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之适用，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究系单一行为或数行为，有密切之关系，惟两者间不易区别。依据前述

德国理论，所谓“自然单一行为”系指行为只有一个动作，或是有多数动作，而在多数动作兼具有直接的时间及空间关系，当第三人以自

然的观察方式观察时，可以认为其整体的活动是一个单一的综合作为[29]。 

三、法律的一行为 

“法律的单一行为”系指结合多数自然意义的动作成为单一行为，而此种单一行为只构成一个违法，并只得受一个行政罚之处罚。因此，

法律的单一行为着重于法律上之意义，而与自然的行为是否单一，并无必然之关系。其可以再区分成以下几种重要的类型：多次实现构成

要件之行为、连续行为、继续行为、持续行为及集合行为等。连续行为（fortgesetze Handlung）即如同刑法上之“连续犯”，亦被承认

为法律上的单一行为，其系从法律的观点结合多数不同的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而成为单一行为。而继续行为（dauere Handlung）

亦称为“继续犯”（Dauerdelikt），系指行为人之违法状态，即由于实现行政罚要件所形成之违法状态，有意地或无意地维持下去。此

种行为系单一的实现行政罚之构成要件，并在时间上延续下去。不过连续行为与继续行为虽皆可归属于法律之单一行为，惟我国实务界向

来并不接受行政罚中有连续行为类型之存在，仍视为多数行为得处以多次之处罚，于行政罚法中亦未将此纳入[30]。 

四、小结 

然而依据德国法理论所建构的“自然一行为”与“法律一行为”仍有检讨之处，在“自然一行为”方面，以自然的观察方式观察一个动作

或是多个动作，如认为多数动间具有直接的时间及空间关系，则可以认为整体的活动是一个单一的综合行为。在此所谓“自然观察”、

“直接的时间及空间关系”，均属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的操作标准，仍委诸实务运作，法官的主观认定，在执行上显有困难，且易流于

法官恣意。而在“法律一行为”方面，系透过案例类型的建立，以类型化的方式，基于法规的目的，将数个自然意义的单一行为在法律上

拟制为一个同一行为，以限缩行政罚之处罚，其理论之提出应系出于比例原则。然而此理论所论述的概念类型仍属高度不确定法律概念，

于实际操作运用时，恐有困难。另此理论基本上是援引刑法上关于法律同一行为之理论做参考，以连续犯为例，其在刑法上有明文规定得

做为法源基础，故得以将自然意义的数行为，在法律上将之“拟制”为一行为，但是现行法制之下，行政罚法并未明文规定法律上单一行

为的概念，因此可能被认为欠缺适用之基础[31]。在德国对于连续行为亦可经由行为理论（多次违反一个法律），拟制为“法律一行

为”。综合参考德国法理论（德国秩序违反法 § 19, 20参照），行政罚之行为在理论上应如下图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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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刑罚与行政罚之竞合处罚 

一、概说 

行政罚与刑罚皆为国家对人民不法行为之制裁，对于人民同一之不法行为可否同时施以行政罚与刑罚之问题，首先必须考虑到此两种处罚

在本质是否相同，此亦涉及一行为不二罚之适用问题，尤其是在比例原则之要求。关于行政罚与刑罚间究竟为“质”的差别或“量”的差

别，学说上之争议由来已久，虽无论采取何者，皆有难以克服之缺点存在，惟现今之趋势，可说已放弃纯粹质的区别，而倾向于量的差

异，并由立法者决定，对违反之行为科以刑罚或行政罚。一般以量的区别说而言，则行政罚与刑罚只是处罚手段之不同而已，其间并不存

在保护法益或制裁目的等之本质差异。因此，当行为人就其行为已被科以较重之处罚时，国家应已达到制裁之目的，不得再行处罚，否则

将逾越必要之程度，不符比例原则之要求[33]。 

二、基础理论 

我国行政罚法第26条第1项及第2项所规定即为一行为同时触犯刑事法律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者之情事，在此规定之前，我国实务素认行政

罚与刑罚不适用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对此亦引起学界之讨论，后来采取德国法的观点，德国秩序违反法第21条明文规定，处罚竞合以刑事

罚为优先[34]。此观点有鉴于行政罚与刑罚同属对不法行为之制裁，且因刑罚之制裁功能强于行政罚，刑罚之处罚程序较行政罚严谨等立

论，而为上述规定，并揭示行政罚与刑罚亦适用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及其具体内涵[35]。依据此规定，其处原则为：（一）刑罚优先，故先

进行刑事诉讼程序。（二）依法律或自治条例“得没入之物”，未经法院宣告“没入”者，行政机关得另为“没入”之裁处。（三）依法

律或自治条例应处以“其他种类之行政罚”者，行政机关得另为其他种类行政罚之裁处。盖此非刑罚所能涵盖或替代，故行政机关可不待

法院判决，即为裁处，以达行政目的。（四）案件经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后，如经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确定，或经法院为无罪、免诉、不受

理、不付审理之裁判确定者，行政机关仍得另因其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依法律或自治条例规定裁处罚锾及没入。此外，案件经刑事诉讼程

序处理后，如经检察官缓起诉处分，前述看法即宜视同“经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确定”，亦即行政机关仍得另因其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依法

律或自治条例规定裁处罚锾及没入[36]。 

惟一行为同时触犯行政罚与刑罚的情形，在理论上仍与所谓的混合构成要件（Mischtatbestand）有别，其是介于犯罪行为与违反秩序间

的法律评价，取决于是否一犯罪行为或一违反秩序实现法律所规定特别情况[37]。例如违反集会游行法召集的负责人，处予行政罚或刑罚

取决于法律上规定之构成要件，因此具体事实只能符合“混合构成要件”的其中一种，或是刑罚或是秩序违反，负责人只能符合其一排除

另一的处罚，理论上是不会产生所称同时触犯想象“竞合”的情形，而是依法规竞合的原理或者行政罚构成要件不适用或者其被刑法构成

要件吸收，但若就“一行为”定义观之，只要部分行政罚构成要件成为另一刑罚构成要件时，即成立一行为的概念，若如此，则混合构成

要件的情形，正好也是部分构成要件为刑罚之一部分，因此仍有26条第1项之适用[38]。又现今通说就行政犯与刑事犯之区别系采量的区

别说，如果行为人所触犯之刑法规定比较其所触犯之行政法为轻（例如罚金额度少于罚锾），则其所产生的制裁效果反而会减轻，其中之

轻重失衡，显然可见，故未来立法似可考虑若干例外情形，两者竞合时从重处理。 

三、酒醉驾车之处罚为例 

酒醉驾车之处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1款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精测试检定，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处

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置保管该汽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一年；因而肇事致人受伤者，并吊扣其驾驶执照二年；

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该条第2项至第8项针对汽车驾驶人之各种特殊情形，有扩大处罚规定。另在刑法公

共危险罪订有“酒后驾车”相关罚则，“酒后驾车”的行为，必须移送检方侦办，依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规定：“服用毒品、麻醉

药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万元以下罚金。”而关于一般酒醉驾

车之取缔标准系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一百十四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饮酒后其吐气所含酒精成份超过每公升０、二五毫克以上者不得

驾车”据以执行，如驾驶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或受伤送医急救，处理人员对等驾驶人执行检测吐气所含酒精浓度有困难时，可请医院抽血做

血液中酒精浓度之检验。 

酒醉驾车一直是许多国家道路交通安全课题中，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我国并不例外。近年来，我国为遏止酒后驾车之道路交通问题，政府

多次修订法律，一再加重酒醉驾车行政处罚之金额与型态，甚至祭出刑事处罚的手段，冀以遏止社会上充斥的酒后驾车不良驾驶习惯，提

高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因酒驾肇事伤亡所造成的家庭破碎等社会问题[39]。然而处罚的一再加重，其效果似乎未尽满意，行政机关甚至构

思透过连坐处罚的方式[40]，增加相关民众的作为与不作为义务，达成预防交通事故，保障一般用路人的目的。连坐处罚是针对一单纯情

事之扩大处罚，系惟达到行政目的，拟透过立法增列法定责任人，其法理与程序是否得当，不免引发讨论[41]。但基本上，针对酒醉驾车

之处罚，其基本问题之探讨亦应回溯“一行为不二罚”之原则，尤其是交通行政罚与刑罚之竞合问题，依据我国现行行政罚法已有一定遵

循之原则，然而在法理上应仍有讨论的空间，而列为本文探讨范围。 

依据上述各项规定，裁罚之行政罚标准为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超过每公升○‧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百分之○‧○ 五以上者，处新台

币一万五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锾。另移送刑事侦查标准为达到不能安全驾驶，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超过每公升○‧五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

浓度超过百分之○‧一一以上者，一律移送。此乃依据法务部 (88) 法检字第001669号函：“本条系“抽象危险犯”，不以发生具体危险

为必要，参考德国、美国之认定标准，对于酒精浓度呼气已达每公升○‧五五毫克（○‧五五MG/L）或血液浓度达○‧一一％以上，肇事率为

一般正常人之十倍，认为已达“不能安全驾驶”之标准；至于上揭数值以下之行为，如辅以其他客观事实得作为“不能安全驾驶”之判断



时，亦应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之规定移送法办处以刑罚。”亦即，现行实务作法乃对饮酒驾车且呼气酒精浓度超过每公升0.55mg/L

者，则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条规定移送地检署等机关法办，地检署在审认驾驶人确有上情且综合判断警察目测纪录已达不能安

全驾驶时，即以起诉。 

综上，针对酒醉驾车处罚之相关规定，虽然涉及行政罚以及刑罚之可能竞合，在实务上为避免违反“一行为不二罚”，依其酒测值标准之

高低，较低值则适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 114 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驾车：…二、饮用酒类或其他类似物后其

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超过每公升○‧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百分之○‧○ 五以上者。”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之处罚，较高值则移送地检署经法院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之规定予以刑事处罚。然而这只是实务上之作法，而从法理上而言，若所

测酒精值标准即使较低时，并不意味不会到达“不能安全驾驶”之程度，亦不是绝对不能移送地检署法办，因此判断的法理标准似乎应回

溯交通刑事罚与交通行政罚是否有实质上或客观上的区别。 

依前述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观察，交通刑事处罚以及交通行政罚之共同要件之一为“危

险驾驶行为”，而其主要区分应在于“是否不能安全驾驶”，而不在于“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否则若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解

释为：“驾驶人若血液中具有酒精含量，即使呼气酒精浓度仅达每公升0.1MG/L，未超过规定标准，只要‘不能安全驾驶’，一样需负刑

责，但不一定负行政责任”，亦即将处刑罚之行为与处行政罚之行为完全脱勾解释，如果认为两者构成要件各不相同，可以各自符合各别

处罚的话，那是所谓“值的区别理论”的结论。但若解释为：“需负刑责者不仅需‘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且需‘不能安全驾驶’；

反之，需负行政罚责任者仅需‘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即可”，则系采“量的区别理论”为结论。具体地说，若不重视交通刑事罚与交

通行政罚在处罚本质上所雷同的“危险驾驶行为”，而各自以“不能安全驾驶”或“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作为各自构成要件之主要要

素，即将出现“一行为二罚”之情形，亦即与“一行为不二罚”之原则不相符合。在此，交通刑事罚中的“不能安全驾驶”，以量化的血

液中酒精浓度来取代，以符合“量的区别理论”。目前实务上，难以证明驾驶人“是否不能安全驾驶”，乃用酒精在血液中之浓度为准，

并辅以取缔人员之目测记录，而其实在量的区别理论下，目测记录并非绝对必要，反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要比目测更具科学证据性质

[42]，因此目前该处罚“不能安全驾驶”之构成要件之认定仍有理论上之争议，将使处罚徘徊于交通秩序罚以及刑事罚之间[43]。 

四、小结 

综上所述，同时触犯行政罚与刑罚之问题，是否适用“一行为不二罚”之必然命题，本文认为关系众多人民权益之秩序罚，重点在于当国

家之制裁权于第一次已使用过时，其再次行使，将破坏法秩序之安定，违背人民之信赖，并会影响众多人民之行为自由，甚至侵及其人性

尊严，此即违反一行为不二罚之原则。另基于刑罚程序较为谨慎以及针对法院判断尊重等因素，若已依刑事法律处罚，应已足达到制裁之

目的，不得再处以行政罚中之罚锾。至于其他种类之行政罚或得没入之物未经法院宣告没收者，因另有其他行政目的存在，基于比例原则

之考虑，故仍得并罚，此亦已为行政罚法第26条所明订。所以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酒醉驾车问题，主管机关或立法机关所采取相关政策与

措施，即使如何加重其处罚，亦不能违反上述一行为二不罚原则之要求。 

伍、结语 

一事不二罚之原则原为刑事法上的概念，是指同一行为已受刑事判决确定，对该同一行为不得于程序法上再以刑罚追诉或处罚，涉及所谓

的“诉讼基本权”。而一行为不二罚原则系单纯就事件实体内涵，指出国家不得对于人民之同一行为，以相同或类似之措施多次地处罚，

并可在法律安定性原则、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等宪法原则下，确认其具有一定之宪法定位。一事不二罚与一行为不二罚究竟是否相

同或不同，在行政罚法实施前，一般而言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上，即出现两者可以混合使用之情形。然而我国行政罚法制定实施后，则

明文使用一行为不二罚之概念，尔后行政法上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均包含一事不二罚之概念与内涵，因此两者之区分已经不是探讨重点，重

要应是行为论，亦即何谓“一事”或“一行为”。 

参考德国法理论与文献数据以及行政罚法立法原则，通常所论述“一行为”则区分为“自然一行为”与“法律一行为”。然而依据德国法

理论所建构的“自然一行为”与“法律一行为”仍有检讨之处，在“自然一行为”方面，所谓“自然观察”、“直接的时间及空间关

系”，均属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的操作标准，仍委诸实务运作，法官的主观认定，在执行上显有困难，且易流于法官恣意。而“法律一

行为”将数个自然意义的单一行为在法律上拟制为一个同一行为，然而此理论所论述的概念类型仍属高度不确定法律概念，于实际操作运

用时，恐有困难。另此理论基本上是援引刑法上关于法律同一行为之理论做参考，然而将自然意义的数行为，在法律上将之“拟制”为一

行为，但是现行法制之下，行政罚法并未明文规定法律上单一行为的概念，因此可能被认为欠缺适用之基础。因此本文建议将来我国行政

罚法应考虑将“法律一行为”，此一重要法学概念之类型或概念列入规范，亦即一并检讨“继续行为”、“状态行为”，甚或“连续行

为”等适用“法律一行为”之个别状况与情形。 

交通权益的保障与落实为国家行政重要的一环，惟交通权益之保障应以不侵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为前提，倘若个人为遂行其交通基本权

及往来自由，而妨害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利益，例如超速、超载、违规停车以及酒醉驾车等交通行为，即不受保障，法律可以加以限制。因

此，为了维持交通秩序以及公众利益，制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为主的交通秩序罚则，并对于违反者施以处罚，即为交通秩序罚，另

对于恶性更重之交通违规行为，甚至可以施以刑事罚。而“一行为不二罚”在交通秩序罚之适用，主要意义关系着处罚是否合乎上述宪法

原则中之法安定性原则、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并终究检验交通秩序罚是否会过度限制人民在交通上之权益。 

针对酒醉驾车之处罚，为了在行政罚与刑罚竞合下，符合“一行为不二罚”之原则，所应重视为交通刑事罚与交通行政罚在处罚本质上所

雷同的“危险驾驶行为”，而不是各自以“不能安全驾驶”或“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作为各自构成要件之主要要素。目前实务上，难

以证明驾驶人“是否不能安全驾驶”，乃用酒精在血液中之浓度为准，并辅以取缔人员之目测记录，然而其实在量的区别理论下，目测记

录并非绝对必要，反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要比目测更具科学证据性质。因此目前该处罚“不能安全驾驶”之构成要件之认定仍有理论上之

争议，将使处罚徘徊于交通秩序罚以及刑事罚之间。而现今讨论加重酒醉驾车处罚，主管机关一味以降低酒精浓度规定标准，甚而有只要

测到有酒精含量就可处罚或者采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是否符合实务状况或已过度限制人民在交通上之权益，实有检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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